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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与低地之间：重思费孝通的
陇西走廊考察*

■毛雪彦

［内容提要］费孝通对陇西走廊的考察，体现了他在民族走廊研究中的整体性思考和研究焦点的关键转

折，其理论眼光和现实关怀都有转变。陇西走廊是多民族交汇共生的空间，生活在其中的一些民族历史

上以贸易的形式穿梭在高原和低地，形成了与高原和低地人群之间的协作与嵌合。费孝通认为，青藏高

原的现代化必须发展市场，应延续并扩大陇西走廊中的民族在高原与低地的贸易传统，使其成为东西部

市场之间的纽带，推动高原牧业的商品化与市场化。相应的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甘肃、青海两省的经济

部署，促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东西部市场的链接，对西北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及市场格局产生了重要的

作用，进而推动了西北地区发展战略由“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转为“种草种树，振兴

农牧，多种经营，以工致富”的重大调整。

［关键词］陇西走廊 费孝通 青藏高原 市场

毛雪彦：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Mao Xuey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
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甘青川涉藏地区城镇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23CSH017）
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从平武白马藏族识别的问题提出藏彝走廊，

到中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发展的设想，费孝通的民

族走廊研究包含“历史”和“当下”双重视角，既探

索了各民族形成的过程与机制，也思考着改革开

放后各民族在经济和工业快速发展中的现代处

境。进一步说，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研究实际上涉

及前现代民族与当代民族两个不同的对象。在

西方，前现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差异明显。资本

主义和现代工业通过改变经济基础、社会结构、

文化传播等方式，重新定义了何为现代民族，从

而形成了界限分明和有高度自我认同的现代民

族。这一过程又与文化相对论相结合，产生了一

种静态僵化的民族观。①在中国，以西方历史进

程来界定何为“现代”民族相当困难。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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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前，各个民族呈现出多样的部族政体，彼此

充满了紧张感。20世纪 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开

启了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新篇章，确立了五十六

个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民族，彻底解除了前现代

民族之间因相互挤压而形成的支配关系，扭转了

彼此压迫的局面。②但是，历史上复杂的族际关

系和文化认同交织缠绕，导致了民族身份界定和

划分的困难。尽管我们曾借用斯大林的民族概

念确立了一定的识别规范和标准，但由于族际关

系的复杂性及动态性，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

底解决。1978年，费孝通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

上的发言《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试图对此

前的一系列困扰做出集中回应。③他发现，正是

在那些多民族共生交汇处，错综复杂的族际关系

导致了民族识别中的诸多问题。由此，费孝通提

出了民族走廊的研究模式，以探析民族形成的复

杂过程，又在三大民族走廊的深入探析中发现中

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质，④为之后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腾飞与工业建设的推进，

一些与西方现代民族生成类似的外在条件逐渐

浮现，随着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演进和义务教

育的普及，国家赋予权利与身份的各民族在文化

复兴过程中，逐渐通过共同的语言、教育和大众

传媒，建立起新的集体意识。1985年以后，费孝

通将民族走廊的探索重心转向“富民”愿景，着重

考察各民族如何将历史上的互动和交融关系转

换为现代市场中的经济协作。⑤费孝通对陇西走

廊的考察，体现了他在民族走廊研究中的整体性

思考和研究焦点的重要转折。陇西走廊是西北

民族走廊中的一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与黄土高

原的过渡地带。费孝通在 1985年的甘南行中首

次明确了陇西走廊的地理范围，并在此后几年多

次到访。除了对走廊中各民族长期接触和融合

所呈现的文化多样性和混合性表现出浓厚兴趣

外，他更关心如何通过陇西走廊推动青藏高原牧

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化转型。目前，学界主要是

从历史的角度理解陇西走廊中民族关系变化的具

体过程，关心不同历史时期多样的经济、政治和

宗教因素如何影响并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动。⑥

也有研究将讨论从历史延伸至当下，概述走廊各

民族在当下的交往交流交融状态。⑦在对费孝通

的民族走廊思想进行总体分析时，通常将西北走

廊作为整体进行讨论，既未深入探讨陇西走廊的

特殊性，也未深入分析费孝通关于陇西走廊的思

考与青藏高原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相

关讨论有必要重新展开，这不仅能使我们对费孝

通民族走廊思想有更彻底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

理解改革开放以后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与市场

格局。

二、动态、复合与区域：

费孝通走廊研究的早期重点

平武藏人、僜人、苦聪人等群体“分而未化，

融而未合”引发的民族识别困境促使费孝通注意

到藏彝走廊。⑧走廊研究并不是为了修正民族识

别，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的意思不是说

划错了，而是说要进一步研究民族是怎么形成

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已划定的一个民族作

为孤立的单位去研究，要把它放在大的范围里看

它是如何发展变化的。”⑨由于费孝通最早的民族

研究源于史禄国的影响，在探讨民族形成的过程

与机制时，他的分析仍体现了对史禄国的民族

（ethnos）理论的回响。在后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理论研究中，费孝通直言，潜在他头脑中

的史禄国的民族理论应当是一个促成剂。⑩

史禄国曾在批评费孝通以村落为对象的民

族志研究时提醒，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中国的

民族学与民族志研究应确立区域、历史与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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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I1这一总体判断是史禄国对 20世纪中国

经验的深刻洞察，也源于他对通古斯人研究形成

的理论视野。在他的民族理论中，一个民族的形

成与存续需要适应三个层级的环境：一是原始环

境，即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二是由文

化带来的次级环境；三是民族环境（ethnic mi⁃
lieu），指的是“民族间的交往或更确切地说是跨

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现象”，也就是一个民族与周

边共生民族所形成的外部关系。�I2史禄国强调，

对于一个民族单位（ethnic unit）的民族形成过程

来说族际关系尤为重要，所有的民族但凡能够生

存延续，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接触是必要条件，这

些接触为一个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持续的刺激和

压力，是影响民族单位内部平衡与变化的持续动

力。如果失去了这种接触，这个民族将进入一种

倒退状态，他甚至认为，没有民族间的压力，一些

民族注定是“植物人”。�I3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

以及创造次要环境并自我适应，决定着一个民族

单位内部的组织化，民族环境则需要一个民族单

位以多种形式建立跨民族关系，进而决定一个民

族单位的民族志复合（ethnographic complex）。所

谓民族志复合，在史禄国看来，就是民族志现象

如语言、习俗、社会制度等在特定环境下的复杂

互动和融合，除了民族内部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

作用，还必须考虑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包括吸收

新知识，相互融合甚至斗争。�I4民族志复合中的

一些要素，如语言、习俗、社会制度等有一种自然

的扩散机制，一旦一个民族单位在某方面取得优

势，它的某些民族志要素就会向其他群体扩张，

形成民族复合的流动，这种流动最终导致前现代

各民族彼此之间的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局面。因此，对于任何民族的理解和

认识就必须以动态的眼光，不能局限在一个民族

内部，而要注意到它所处的民族环境，即族际关

系，这种民族环境在地理空间必然呈现为更宏观

的区域范围。

费孝通早期关于藏彝走廊的分析所强调的

要点，呼应了史禄国的民族理论。首先，藏彝走

廊中错综复杂的族际关系，尤其是彼此动态的挤

压是他关心的焦点，“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

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

局面。……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

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I5他反复强调走廊固

然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通道，但作为多民族的交

界处，这里曾经是各民族角力的地带。汉族、藏

族、彝族在这里相持，最终挤压出白马藏人、僜人

这样与周边民族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的群体。

这正是史禄国强调的民族环境，相邻的民族在相

互挤压的过程中，可能形成合作、共生、寄生的关

系，也有些人群被同化、融合或被其他民族取代，

一些小的群体可能被支配或处在边缘地位，白马

藏人就是典型。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的封建支

配关系终于被破除，一些群体开始重新思考自

身，有了新的自我认识，进而开始主张独立的民

族身份。�I6其次，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文化交融特点。这也是民族环境的动态性所导

致的结果，走廊中各民族语言极其复杂就是最明

显的体现。作为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藏彝走

廊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政治拉锯局面影

响了语言的形貌。藏彝走廊中的语言就好像地

质层的剖面，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接触过程中所

产生的动态变化和复杂关系最终投射在语言上。

在藏彝走廊的初步探索中，费孝通大致发现了这

样几种情况：一是同一民族不同的分支语言谱系

不同；二是某些民族的语言谱系复杂多样；三是

某些民族的一些群体说两种语言——费孝通格

外重视这一现象，后来反复提到四川康定的木雅

人在外说藏语，在家说另一种语言；�I7四是一些民

族的某些群体的语言正处在融合和消失的动态

过程中。之所以关注语言，并不是把其看作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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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民族的重要指标。恰恰相反，在瑶族研究中费

孝通就发现，语言根本不是决定一个民族的必要

特征。早在 195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

务》中，费孝通与林耀华就有共识：“共同语言是

近代民族的重要特征，但是并不是说不同的人们

共同体必须有不同的语言。事实上有些不同的

近代民族在语言上是相同的。因此把说同一语

言的人都归在一个共同体中是没有根据的。”�I8在

史禄国看来，语言是民族志复合的过程中最容易

变化的部分。他曾专门分析过，不同民族在接触

过程中，词汇、现象描述以及语音模式等会被相

互借用。�I9特别是在面对新的文化现象或技术

时，语言借用很常见，某个民族可能会借用其他

民族的词语来描述他们之前未接触过的概念或

事物。当不同的民族或语言群体通过社会和文

化的长期接触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

甚至可能融合。费孝通对僜人的描述就证明了

这一点。最后，区域研究要有宏观视野。费孝通

认为这是民族走廊研究应持有的基本模式，也应

被当作中国民族研究的一般方法，以此突破单一

民族研究的困境与局限，特别是在后来的民族史

研究上，他坚决反对分史写作。面对中国漫长历

史中民族形成与动态的发展，费孝通意识到要有

更具综合性的视野，他说：“不要局限在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不要局限在一个省一个省，不要局限

在一个学科，要联合起来。”�20

三、高原外围：发现陇西走廊

藏彝走廊的特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之相

连的西北部区域，“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

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

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

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

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

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是很复杂的，不容易处理。

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21实际上，这些特征主要

是甘青交界陇西走廊的特征，并不覆盖河西走

廊。后来费孝通坦言：“我对西北各民族很不熟

悉，过去只限于一些书本知识，书本上告诉我，在

青海和甘肃接壤的地区居住着一系列的小民

族。”�2220世纪 30年代与王同惠合译的《甘肃土人

的婚姻》可能是他早期了解这个区域的重要文本

之一。这本民族志关心的是清末西宁府周边的

土族，作者许让神父（Lep. L. Schram）介绍了西宁

府治下民族关系的格局，他认为这些语言中保留

了 13、14世纪蒙古语特点的“土人”实际上是一个

区别于周围的藏族、蒙古族、撒拉族的特殊民族，

他们的风俗已受周边民族的影响，却又保持了某

些古代社会组织与游牧的特征。�23值得注意的

是，这部民族志以脚注和附录的形式大量引用史

禄国的通古斯人民族志进行比较。在许让神父

看来，甘青土族与通古斯人一样，他们的文化丛

基础有明显的蒙古化特征。尽管很多土人在当

时说汉语，甚至将其作为婚礼上的仪式用语，但

只是其表层的风俗受到了汉族的影响。费孝通

猜测，许让神父之所以不同于同期进入这一区域

的其他西方人，更关注土人这个群体，正是因为

他意识到土族的民族志复合是这个区域多民族

互动与交融的结果。�24

1985年，费孝通由兰州出发沿洮河进入青藏

高原最东端的甘南。他清晰地描述了陇西走廊

的地理范围：“紧接青藏高原的这一线黄土地区

出现了一条成分复杂、犬牙交错的民族地带，不

妨称之为陇西走廊。在现有的分省地图上，这条

走廊正是甘、青两省接壤地区，往南延伸便到云

贵高原的六江流域。”�25可见，费孝通以祁连山为

界，将西北民族走廊分为陇西走廊与河西走廊两

段。河西走廊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国

内地与中亚的重要通道，自然地理特征属于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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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旱盆地，依赖祁连山及其冰雪融水形成牧业

及绿洲农业。陇西走廊处在青藏高原东部与黄

土高原的过渡区域，地势以垂直和水平的多重地

带变化逐渐变低，山脉与河流向东部低地阶梯式

下降，广阔的高山草甸、陡峭的山林、起伏的丘

陵、宽阔的河谷等不同的地形单元交替出现。两

条走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景观、经济类

型及社会组织。河西走廊延伸至新疆，通往中

亚，而陇西走廊与青藏高原有着天然密切的

联系。

身体力行的高原行使费孝通认识到陇西走

廊“高原外围”的特殊位置，他写道：“从临夏到甘

南的路上，汽车越爬越高，沿途我看到周围变化

的景象，便开始体会到地形对民族分布的制约作

用。”�26此时陇西走廊的民族环境仍然是他关注的

重点。他注意到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聚集在走

廊南端，夹在汉、藏、蒙、回几个规模较大的民族

之间，“其中不满 1万人的就有撒拉族、保安族和

裕固族。较大的土族不到 1.5万人，东乡族不到 3
万人”。�27不同于先前藏彝走廊研究中将民族间

的挤压关系作为焦点，费孝通开始强调民族迁徙

史以及对自然环境的选择与适应之于民族形成

过程的意义。他认为，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对人的

生存提出了挑战，农业发展受限，高山草甸更适

合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高原地区的生态特征限

制了农业发展，习惯农耕生活的民族在此举步维

艰。历经数世纪的适应，藏族成为青藏高原占主

导地位的群体。由此，费孝通推测不同时期的民

族迁移和环境适应塑造了陇西走廊的民族分布

格局与文化特征，一些群体曾尝试进入高原，在

适应高原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最终被融合同化，

而有些群体迁徙到巍峨的青藏高原脚下就停住

了。“那些上了高原的民族，很可能还留下一些人

在靠近高原的黄土地区，或是有些外来民族移动

到高原脚下就停住了。这样，高原的外围地区，

如陇西走廊，就会存在一些保留了自己原有面貌

的民族集团了。”�28

对陇西走廊形成初步的认识后，费孝通重点

关切两个方面：第一，走廊中“少数中的少数”，即

土族、撒拉族、东乡族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如何

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保持同步发展，发挥

自己的优势；�29第二，走廊中聚集的回族经历了怎

样的迁移史，形成了怎样的适应方式。元代信仰

伊斯兰教的人群从中亚迁移至中国后，陇西走廊

成为他们屯集的据点之一。随后通过定居和与

周边民族的互动，他们逐步适应了当地的地理环

境，并与之融合。在费孝通看来，这个群体在农

牧交界的陇西走廊，既未彻底适应农业，也没有

完全牧业化。虽然他们仍然信仰伊斯兰教，但语

言和其他文化习俗与汉族有了融合，因此是说汉

语的少数民族。陇西走廊位于高原牧区与低地农

区的过渡地带，唐宋以来便是古丝绸之路和茶马

古道的关键节点，是西北地区不可或缺的贸易枢

纽。此外，穆斯林社群遍布全国，这为当地回族

构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贸易网络提供了便利，助

力他们成长为擅长跨区域贸易的群体。于是，他

们穿梭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以贸易为生，成

为农牧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30

四、区域社会与经济心态：深入陇西走廊

1986年，费孝通在《对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

和意见》中表明了他的民族研究新重点。在谈到

民族识别问题时，他说：“我主张这类问题粗线条

解决，不要搞得太细，不要回头看，要向前看，看

这项工作是否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民

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很复杂的，如果回头清算的

话，可以没完没了。”�31少数民族在市场经济中的

境遇和发展是他的关键议题。这一变化直接体

现在后续他对陇西走廊的深入考察中。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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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某种中断，而是暗

含着一贯的思考，想要理解这种连续性，我们必

须把目光投向一个极易被忽视的概念——“民族

地区”。“民族地区”在费孝通的表述中有两重含

义：第一重含义即少数民族聚居生活的区域，当

费孝通用“少数民族地区”时通常表达的就是这

个含义；第二重含义与史禄国的民族环境非常类

似，指的是“民族聚居区的位置和他们同相邻民

族的关系”。�32不同于史禄国以一种文化的自然

主义观将民族之间的挤压、支配看作重点，费孝

通注意到挤压、支配和共生、协作曾是“相邻民族

的关系”的一体两面，协作关系促使“民族地区”

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域社会，虽然各个民族之间有

张力，但他们通过协作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一

个功能完整的社会结构。20世纪 50年代，民族识

别致力于消解各个民族之间不平等的支配关系，

但与之共生的协作和相互配合也被打断。费孝

通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初，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经济发展上的困难，正是由于行政区域的新设割

裂了区域社会的完整性，中断了传统区域社会中

的经济分工和市场关系。�33但在陇西走廊的深入

考察中，费孝通有了全新的发现。

1986年，费孝通在甘肃、青海的多次考察中，

深入陇西走廊腹地，相继访问了土族、撒拉族、东

乡族。结合一年前甘南行的观察，在临夏考察

后，费孝通再次谈到陇西走廊的特点时说：“我看

到这个走廊正处在以牧业为主的青藏高原和以

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之间的夹缝。”�34显然“夹缝”

意味着此区域的民族曾处在挤压和拉锯关系中，

但是相应的分析强调各民族间的合作与共栖。

处在高原牧区与低地农区之间的位置，使陇西走

廊成为贸易的枢纽，历史研究中这里的古河州被

称为农牧间的桥梁。“桥梁”这一比喻并不意味着

陇西走廊是一个外在于农牧社会的独立空间，实

际上这个区域与高原牧业社会及东边的农业社

会相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由于处在

青藏高原由西向东的过渡带，陇西走廊的自然生

态多元：高山草甸为牧业提供了丰富的牧草资

源，高原山地、丘陵交错的山坡和河谷两侧的山

林有丰富的木材、药材和野生动物，得益于黄河

及其支系一路奔流所携带的泥沙、砂砾和其他沉

积物，河谷间土壤层肥沃，小规模的农业和园艺

得以发展。随着高寒草甸和针叶林渐渐过渡到

温带阔叶林、灌木丛，以及耐旱草本植物和灌木，

黄土高原便浮现，进而继续向东延伸至更广阔的

农业灌溉区。可见陇西走廊包含各种经济形式，

各民族生计方式上的不同与不同的迁徙适应程

度及地理环境相关。藏族等在高原经历数世纪

的适应过程而占据牧业优势；撒拉族由中亚迁徙

至此后定居黄河冲击而成的河谷，发展了农业和

园艺；回族以商业贸易为主要经营；土族、东乡族

及一些迁徙至此的汉族则以农业为主要生计。

由于民族走廊本身的复合性，同一民族内部可能

存在不同的经济形式。比如，藏族大多以牧业为

主，但靠近林区和河谷地带的藏族以农耕为主要

经营，有的则农牧兼营。各民族之经济系统相互

配合支持。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走廊中的各

民族在区域社会结构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即便有

我群与他群的意识，彼此协作与配合也弱化了群

体间的身份界限。广泛的农牧交换使区域内不

同民族物质生活相互补充，各民族在畜牧产品的

生产、交换、流通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多民族

的经济协作塑造了市场组织再分配结构。因此，

陇西走廊中的各民族以贸易的方式流动和穿梭

于青藏高原，通过商品交换嵌入高原不同的区域

社会，除了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都曾在历

史上扮演这样的角色。

历史上的嵌合与分工直接塑造了不同民族

的经济特点。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的约束逐渐

松动，各族人民恢复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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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注意到不同民族在经济心态上的显著差异，

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经济行为决策过程上。在

定西的调查中，费孝通发现，当地汉族农民倾向

于将粮食储存起来，即使粮食存量超过了他们的

实际需求，他们也不愿卖掉粮食，认为“卖粮食丢

人呢”。�35在自然经济主导的农耕社会，粮食是家

庭经济的基石，储存粮食是一种避免风险的策

略，以确保在经济困难或发生自然灾害时自给自

足。不愿意将过剩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往往会

造成浪费。一位定西的农民让费孝通印象深刻，

“他宁愿囤粮喂老鼠，也不愿上街卖粮食”。�36这

种保守的经济心态直接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活动范

围，影响了他们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回族。他们往往将粮食看作

是资源而有效利用。费孝通描述了一位回族同胞

的商业行为：当他看到市场上羊毛有高利润，就立

刻出售家中的粮食，购入尚未处理，仍带有羊毛的

羊皮。接着，他剪下羊毛出售，获得远超投入的

资金。最后，他用出售羊毛所得收益购买粮食。

如此，这位回族同胞完成了从粮食到羊皮，再到

羊毛，最后回到粮食的完整的商业循环，不仅储

备了粮食，还净赚了一批羊皮。�37走廊中的回族

更善于捕捉市场机会，适时调整销售策略，从而

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费孝通认为，回族在

商业和贸易方面的成功与历史经验有关，他们对

市场的理解较为深入，且有积极的经济心态，善

于捕捉和利用商业机会，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经

济。与之相邻的藏族牧民因自然经济和宗教伦

理的影响而处在一种保守主义的状态中。高原

牧民依赖小规模牧业维生，虽能满足基本需求，

但缺乏经济增长潜力，未能充分利用高原牧场优

势，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依赖限制了发展空间。费

孝通在玛曲考察时发现，受自然经济和宗教伦理

影响，牧民缺乏理性经济决策，草场退化的根本

原因是牧民出于情感和宗教理由不愿淘汰老牛，

致使牲口过量饲养。费孝通虽欣赏小牧经济带

来的惬意生活，但面对不可避免的现代化，不得

不为牧民的未来担忧。�38

这一时期，汉族、藏族、回族三个民族在经济

心态上的差异与经济传统密切相关。改革开放

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民族都面临市场

的挑战。尤其是在青藏高原，费孝通认为通过自

然经济变革来迎接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对于

藏族同胞来说是困难的。“如何发展藏族？总而

言之，是现代化。要使藏族现代化，先得发展藏

族同汉族接近的地区。这些地区容易接受新知

识，容易搞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反弹琵琶”。�39费

孝通的眼光落在了陇西走廊，“这一切都指向这

走廊现有的任务，它完全可以成为促进青藏现代

化的一个基地”。�40

五、立足青藏高原，发展陇西走廊

20世纪 80年代初，“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

造山河，治穷致富”是发展西北地区的重要方

针。�411985年，费孝通前往甘南其实是为了考察

定西的种草种树情况而顺路进行的。种树种草

是为了恢复西北地区生态，实现水土不流失，人

口不外流，这和费孝通的小城镇思路——通过发

展小城镇为到周边寻求经济机会的农民提供劳

动岗位，使农民“离土不离乡”，避免农村人口超

前过度集中于城市，让小城镇起到人口“蓄水池”

的作用——是相通的。起初，费孝通对此方针有

极大的信心，相信这能推进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的

恢复。但在西北的深入考察中，他开始思考，在

一些牧业地区，种草的目的在于遏制过度的农业

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这对于有牧业传统的少数

民族有益，但是对杂居在少数民族地区务农的汉

人该怎么处置呢？”�42是否要让他们牧业化？另

外，“草不能当饭吃”的现实问题反映了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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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经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致使该方针在基

层的推行受阻。�43这一政策的片面推行很可能会

使西北地区，尤其是牧区发展停滞甚或倒退至自

然经济状态。费孝通认为，甘南草场过度放牧而

导致的生态问题折射了牧业自然经济的局限，因

此仅仅依靠恢复植被难以从根本上应对生态与经

济的双重挑战，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1986年，费孝通在题为《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

地发展》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明“种草种树”的

方针所面临的挑战，他高度认可该方针对恢复生

态起到的效果，但恢复的生态是否能够彻底帮助

人们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是新问题。费孝通提

出，发展陇西走廊，将其建设成为青藏高原商品

经济的基地，才能实现高原社会的现代化。

为什么青藏高原的现代化必须依赖外部市

场的刺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青藏高原市场

发育程度很低，城市和集镇屈指可数，周期性的集

会、流动商人、小商店是商业贸易的主要载体。牧

业和农业的广泛交换是最基础的市场类型，由此

形成了以康定和夏河为典型的市场形态，大量的

藏族寺院周边的市场都是此种类型。由于宗教

的制约性更强，市场节奏与宗教节奏需要相互适

应，加上部落间的紧张关系和朝圣路线的影响，

这个市场体系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观

察到的情况极为不同。施坚雅对传统中国内地

农村市场的研究展示的是一个以平民和村落为

基础的自然市场系统。这个系统的空间分布遵

循距离最小化原则，形成了周期性的市场网络。

这种周期性市场系统又巧妙地嵌入更大的市场

层级结构，构成了一个复杂而高效的经济组织体

系。�44由于青藏高原有多条长途贸易路线，在这

些贸易路线的节点上，往往会形成小型商业聚落

和市场，其中又以丽江、独克宗和丹噶尔为代表，

这种市场高度依赖长途贸易路线的稳定性，一旦

成规模，就会与地方政治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随着近代交通网络的发展，这种市场的影响力迅

速下降。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青藏高原的人类

学、民族学考察发现，除了周期性的集市，人们日

常的经济流通更多地依赖以物易物。林耀华在

康北牧区注意到，牧民通过与邻近农民建立盟约

交换关系维持稳定的交换。�45王晓义在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同样的发现，藏北牧民的经济

往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相对大宗的

盐粮交换和毛茶交换贸易，常常在以宗堡或寺院

为中心的集市进行；另一种是更为基础和广泛的

日常经济活动，即农牧民之间基于约定关系形成

的相互交换。�46此外，大量的调查发现，外来商人

必须依附于高原区域社会的部落头人或土司，给

他们赠送贵重礼物，才能得到庇护和商业许可。

这意味着这些商人在当地的商贸活动构成了封

建等级制再生产的一部分。陈永龄注意到，19世
纪末至 20世纪上半叶，受世界市场纺织业的影

响，西北牧区大宗羊毛出口刺激了青藏高原牧业

的市场化趋势，也改变了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

受封建产权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影响，牧区分

化出受剥削程度较高的牧工，�47即便如此，世界市

场的冲击自始至终未能带来高原牧业自然经济

的彻底变革。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平等主义运动

颠覆了“贵族／寺院-劳动者”的等级结构，市场

关系与组织形式也产生了变化。人民政权的基

层建制通过整合区域内村落、贸易中心、要塞、税

收节点等聚落，析置或合并前现代的一些政治中

心，确立了区域内县、乡、镇的基本格局。集体化

时期，这些城镇作为行政中心是经济系统中分配

及协调的节点，但无力彻底推动自然经济的变

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果仅仅实施种草

退牧政策，很有可能使青藏高原退回到自然经济

状态，进而导致该地区经济持续低水平发展，与

全国其他区域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在费孝通看

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是这一时期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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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高原何去何从的问题迫在眉睫。他认

为，必须通过商品流通改善青藏高原牧民的生活

状态，促进生产资料的交换，使青藏高原传统的

自然经济主导的牧业模式转变为更加开放和市

场化的商品牧业模式，进而转变牧民的经济心

态，催生其商品经济的思维。

1986年 9月，费孝通在《致中央、国务院领导

同志的信》中写道：“我特别想向你们报告的是在

临夏看到的可以说是开发青藏高原经济的突破

口。”�48他再次强调，临夏作为陇西走廊的腹地有

农牧交易的深厚历史传统，特别是走廊中的回族

迁移至此后，通过长期的适应与选择，逐渐形成

了灵活应变、风险容忍度高的群体经济行为倾向，

他们是打开青藏高原市场的先遣队。改革开放初

期，由于文化、语言上的隔阂，加上适应高原气候

与地理环境面临诸多挑战，攀上高原寻求经济机

会并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唯有陇西走廊中的

回族快速恢复了与高原的贸易，因为他们历史上

就穿梭于青藏高原，有成熟的贸易渠道、商业关

系网络。费孝通认为，首先，要延续并扩大回族

这个群体在青藏高原的贸易，给予他们多方面的

支持；其次，建立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协作区。�49在

紧邻临夏的青海海东地区（今海东市）的考察中，

他看到这里的撒拉族、土族敢为人先，自发推进

高原的商品贸易。作为古代河州治下的一部分，

海东各民族也在新的经济政策下恢复了与青藏

高原腹地的贸易。因此，应该在临夏和海东建立

一个以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

族、裕固族及汉族八个民族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基

地，专门供应青藏高原各种商品，同时将高原畜

产品运出进行交换。经济协作区以“东引西进”

的方式，从东部引进技术、资金，向西部输出劳动

和商品，形成生产基地和市场。同时，这个协作

区自身也要发展乡村工业，并利用现有的流通渠

道、劳务和市场网络，以商促工。费孝通在关心

青藏高原如何市场化的同时，显然也希望在区域

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

族、裕固族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能齐头并进。20
世纪 80年代末期，西北地区发展战略有了重大的

调整，从“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

富”转变为“种草种树，振兴农牧，多种经营，以工

致富”�50。

除了提出上述宏观的政策方案，费孝通亲力

亲为，为民族经济协作区的筹建提供帮助。在他

的积极推动下，甘肃和青海两省省长举行会谈，

随后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协作区的建设方案得到

中央批准。�51为加快民族经济区与东部城市建立

“姊妹关系”�52，他曾专门给东部企业写信，说明甘

青地区的原材料（如羊毛、皮革、药材等）和东部

市场、资金和技术互通的好处，鼓励他们实现资

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53“我想帮助临夏的回民

到拉萨去做生意，他们提出来交通不方便，有了

路没有车，我就想办法找南汽商量，要了一百辆

车”。�54这些努力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特别是临夏

回族利用传统的贸易网络，在青海、西藏、四川牧

区不断开拓市场，形成了对高原牧民商品经济意

识的有效刺激，也推动了西北市场与东部市场的

初步链接。

六、结语

高地人群与低地人群的关系及权力形式一

直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经典议题。斯科特

（James C. Scott）有关东南亚山地民族的分析，强

调二者在政治组织和权力结构上的张力。实际

上，早在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论及青藏高原

的政治起源及形态时，就已经将高地和低地社会

政治上的二元性引入分析。一方面，拉铁摩尔似

乎完全接受了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看

法，认为青藏高原的低地河谷地区容易发展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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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权力组织。�55另一方面，他认为高原的高地

游牧人群的形成过程比简单的逃逸说更为复杂。

在草原边缘地区，随着农业的发展，游牧人群中

的劣势基层会选择转向农耕，但游牧社会的强者

和首领则倾向于带领追随者迁移到更远的高地

或草原地区，继续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迁

移不是迫于压力的逃避，而是一种战略性的选

择。�56费孝通在瑶族研究中有着与斯科特相似的

发现。他认为，南岭走廊“无山没有瑶”的局面是

旧时代民族不平等及封建压迫的直接后果。历

史上，低地国家权力集中化所塑造的低地人群与

高地人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区域社会中心

政体民族与依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是新中国民

族识别工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到 20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在对南岭瑶族的回访中，不仅关心

山地民族与国家在历史情境下的相互关系及张

力，更重视二者在当代经济环境中的处境。1981
年，他在广西大瑶山的考察中看到高山地区与河

谷地区经济上的差距逐渐增大，�57之后类似情况

也在四川盆地出现，“平原地区居住的主要是汉

人，丘陵地区是多民族杂居之处，而高山峡谷地

带则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它们的社会经济

发展不在同一水平上，有的相距甚远”。�58他说：

“民族问题与现在的问题重点有所不同。当时是

民族平等的问题，反对压迫制度和歧视。现在性

质转变了，主要是经济问题，要使各个少数民族

都发展起来。”�59费孝通极为清醒地意识到，改革

开放后，由于经济竞争加剧，各民族之间的不平

衡会以新的形式呈现。由于学术关怀的调整，史

禄国的民族学理论在之后的民族走廊研究中影

响逐渐式微。

陇西走廊的考察不仅体现了费孝通民族研

究思想的理论视野的转变，围绕陇西走廊和青藏

高原发展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建议与实践指导对

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市场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陇西走廊地处高原外围的“夹缝”位置，使得

青藏高原和低地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北方。历史

上，北方的蒙古高原与低地之间仅由长城阻隔，

二者之间的接触直接且持续。青藏高原海拔高，

且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之势，形成了明显

的地理梯度。陇西走廊位于这一过渡带的关键

位置，成为沟通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重要空

间。在陇西走廊生活的各民族通过迁徙、适应和

相互影响而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陇西走廊的

居民虽然曾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其他较大规模

民族的压力，但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商

业贸易的形式在高原和低地之间穿梭，逐渐与高

原和低地人群之间形成了协作、嵌合与共生的关

系。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希望延续并扩大这种协

作与共生关系，推动各民族在市场经济中并肩前

行，更深层目的是利用市场机制加强高原游牧社

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今天青藏高原的大部分

地区都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高

原农牧民进入竞争公平、规则一致、商品及要素

流动性更大的市场中，高原上的工商业群体快速

成长。这有赖于国家的支援与建设，特别是政

策、资金、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支持，

而改革开放之初陇西走廊各民族的开拓性贡献

也不容忽视。费孝通围绕陇西走廊提出的经济

发展方案，有力地推动了青藏高原商品经济的发

展，为国家后续全面推进青藏高原的经济变革和

市场化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通过鼓励和支持

陇西走廊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开拓高原市场，使得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成为青藏高原市场中的主

导语言，对于国族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美］米歇尔·萨林斯：《整体即部分：秩序与变迁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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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field for studying the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area for un‐

derstand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

nese nation. Corridors and passages also serve as important entry points for expanding research on China’s inde‐

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distinctive concepts.

Keywords: corridor, passage,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ow China has come about

Development of Unoccupied Spaces and Population Interflow in Ethnic Corridors: A Discussion Cen‐

tering on Pingchuanyao 77

Tan Tongxue

Abstract: Ethnic corridors are often geographical“gaps”between large regions. As unoccupied spaces, they have

become enclaves for population expansion, famine, and wartime migr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People who

take refuge in these“gaps”often invoke the orthodox authority of the state to justify their land occupation. How‐

ever, as the state cannot always extend its daily governance to these spaces, the demarcation of land rights main‐

ly depends on local forces for recognitio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major occupant group becomes the basic

qualification for controlling the land. New inflows, hosts after hosts, would either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major group or be forced to move out when the land capacity is strained. As a result, ethnic identity can multi‐

ply, but adherence to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major group qualified for land ownership perseveres. The model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s made up of mirrored consciousness. The formation of such ethnic corridors shows t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what ethnic group has gone where”, but also to“what ethnic group they fi‐

nally become”in the history of multi-ethnic migration.

Keywords: ethnic corridor, development of unoccupied spaces, daily governance, identity multiplication, mir‐

rored consciousness

Between Plateau and Lowlands: Fei Xiaotong’s Investigations in Longxi Corridor 95

Mao Xueyan

Abstract: Fei Xiaotong’s investigation of the Longxi Corridor reflects his holistic thinking and the critical change

of his research focus in the study of ethnic corridors. His theoretical vision and practical concern have both

changed. The Longxi Corridor is a space where many ethnic groups coexist and intersect, and some of them have

historically shuttled between the plateau and the lowlands for trade, leading to their collaboration and interpene‐

tration with the plateau and lowland people. Fei Xiaotong believes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presum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 tradition of trade between the plateau and the lowl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Longxi Corridor should be continued and expanded to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the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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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stern markets and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on the plateau.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proposals directly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ployment of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contributed to the link-up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marke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market patter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As a result, it helped bring about the major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orthwest

China from“planting grass and trees, developing animal husbandry, transforming landscapes, and eliminating

poverty”to“planting grass and trees, revitalizing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diversifying operations,

and attaining prosperity through industry.”

Keywords: Longxi Corridor, Fei Xiaotong, Qinghai-Tibet Plateau,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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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 Debat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Revisited 108

Zhao Liuyang

Abstract: A review of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shows that its representa‐

tive interpret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ogic of marketism, and the Western market system is presupposed to

be the model and goal of China’s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e obvious problem with this type of interpretation is

that it ignores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 of China’s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e key to a true understanding lies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capacity building. What is essential here is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centralize its

power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Proactive cultiv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mech‐

anism aim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facilitate wealth creation. Administrative power decentralization helps to

tap the enthusiasm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retain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u‐

thority over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affairs. This uniqu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moderniz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arket transformation, modernization theory, government and market,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state capacity

Perspectiv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ory: A Review of Domestic Publication of Translations on

the Overseas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 129

Zhang Demi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successivel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opics are extensive, covering

8


